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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 

———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

王可园

(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,上海200241)

摘 要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,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,

结果发现: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,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、“集体化”及“人民公社”时
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、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、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

治认同的弱化阶段;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,即改革开放之前,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,

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,改革开放之后,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,进而影响农民的

政治认同感。由此提出,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、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、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

度,保障农民土地权利,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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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治认同一般指“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

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”[1]。作为“人们政治

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,它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

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于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,
其本质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、对政治价值

的信仰”[2]。政治认同的观念甚至被追溯到亚里士

多德那里,他在《政治学》中提出,“一种政体若想长

久维持下去,那么城邦的所有组成部分必须都参与

进来,而且愿意看到它的存在和维持”[3]。这种意愿

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归属感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

认同。对农民来说,政治认同意味着他们对现存政

治系统、政治规范、政治秩序、政治价值观的认可与

信仰。农民的政治认同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国

来说尤为重要,塞缪尔·P·亨廷顿对农村和农民

在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政治稳定意义有过深刻论

述,在他看来,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,
农村的角色和农民的态度极为重要,“如果农民默许

并认同现存制度,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

的基础。如果农民反对这个制度,他们就会成为革

命的载体”,所以,相对于“常数”的城市来说,“农村

的作用是个变数:它不是稳定的根源,就是革命的根

源”[4]。历史上,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,以
及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,决定了农民

对政权的态度必然受到执政者的重视。农民以土地

为生存之本,土地权利的实现与否,很大程度上决定

着农民政治认同的强弱。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

土地权利的变迁,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

在各个时期的变化,对于制定合理的农村土地政策,
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,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

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  一、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

变迁轨迹

  农民的政治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很大程度

上随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① 变化而变化。总体来

说,从农民与土地关系变化角度来看,新中国成立以

来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,即土地改革与

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、“集体化”及“人民公社”



第6期 王可园: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  ———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 

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、家庭承包经营与

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,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嵌

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。

1.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

虽说政治认同是一种情感倾向,但如果有利益

的支撑,这种情感倾向将会更加坚固。马克思指出,
“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,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”[5]。
对于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的中国来说,获得土地是农

民的最大利益所在。在中国革命进程中,共产党之

前已经有人注意到应当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以调动

农民的革命积极性。孙中山提出要通过“耕者有其

田”以解除农民的痛苦[6]。但是,正如毛泽东指出的

那样,“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,他代表民族资产

阶级革命派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,实行武装

革命,提出了‘平均地权’和‘耕者有其田’的主张。
但是可惜,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

过土地制度的改革”[7]。继国民党而起的中国共产

党不仅正确地认识到土地对于农民的极端重要性,
而且适时采取了恰当的土地政策,在中国革命各个

阶段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,为最终夺取政

权提供了重要保障。当然,经济利益之外,民众的政

治认同感有多重催生机制,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

约[8-9]。新中国成立后,除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

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外,在农村进行阶级划

分所带来的广大下层农民政治上的“翻身感”,也极

大地促进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。杨丽萍的研究发

现,“对于农民而言,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,
当他们轻易从党和新政府手中接过世代梦寐以求的

东西时,满足自然溢于言表,而随后出现在社会地位

等方面的变化,又进一步令其体验到翻身的愉悦。
由此产生了感激和报恩的思想感情,一种朴素的认

同感由此而生”[10]。但是不可否认,土地的获得对

农民认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政权具有重要的促进

作用。杜润生曾经说过“农民取得土地,党取得农

民”[11]17。曹树基以“蜜月”来形容土地改革之后国

家与农民的关系,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当时被划成地

主、富农等“另类”农民的话,“土地改革之后,从一九

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初,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奇的

好。这是第一次蜜月”[12]。可见,土地改革对于中

国共产党以及新政权获得农民的政治认同的重要性

不言而喻。

2.“集体化”及“人民公社”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

杂变奏

国家与农民的“第一次蜜月”主要以农民土地权

利的确认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保障为基础。“蜜月”
之后的“集体化”及“人民公社”时期里,农民的政治

认同发生了复杂的变动。原因在于,在马克思主义

看来,小农经济始终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,共产党

人的任务之一便是要用集体所有制改造小农经济。
“共产主义把财产私有制看做是万恶之源,自以为是

地认为取消财产私有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,就能

使人性尽善尽美”[13]。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

级阶段,其基本特征在于“以集体的或者国家的所有

权取代了私有所有权”[14]。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

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扩

大会议上提出,“什么叫社会主义? 社会主义最基本

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,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

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,归国家所有了,就是农业、
手工业集体化了”[15]。农业集体化由苏联首创,

1927年联共(布)十五大决议指出“在目前时期,把
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

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”[16]。周其仁评

论道,所谓集体化,即是指“消灭农民的土地私有产

权、把农民劳力集中在集体农庄里听从国家计划命

令的体制也”[17]。1950年初,政府号召农民要富裕

起来。毛泽东也认为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生产的恢

复,应当要保存富农经济。他甚至认为苏联式的农

业集体化,“仍是十分遥远的事”[18]。但是,土改之

后不久,经过中央领导层的一番争论[19],中国开始

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。集体化之初,推进互助合作

运动过程中,基本上能从小农经济的实际出发,注意

保护农民的私有产权,在工作中,强调对农民以说服

为主。“承认和保护土改后农民的私有经济,在此基

础上调动积极性,引导农民组织起来,促进农业生产

的发展,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”[20]102。
即使在1954年出现“办社高潮”时期,也因为“各地

的认真态度和持重作法,都体现了十分重视保护入

社农民的切身利益”,而“大体上受到了农民的欢

迎”[20]140,或者说,农民的政治认同得到了某种程度

的提高。但是,由于在过短的时间内强力推进“集体

化”,不断拔高生产资料集体化的程度,从互助组、初
级 社到高级社,一直“狂奔”到人民公社,其八大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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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[21]中的重要一条,便是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制变

成全民所有制,进一步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的残余,包
括社员的自留地等。按理说,党带领农民消灭万恶

的私有制,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,农民应该从心

理上、情感上感恩戴德,行动上积极投身农业生产才

是。但实际上,到“集体化”后期,尤其是“人民公社”
时期,农民却出现了一系列的“反行为”,如“小偷小

摸”“借而不还”“瞒产私分”“逃到境外”等[22]。在集

体经营的土地上,社员们装病、装瞎,干活磨洋工,偷
懒等斯科特所谓的“弱者的武器”都为农民所用。虽

然当时由于政治高压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

威力,农民们不可能对政治制度提出系统性的反抗。
但不可否认,农民的“日常抵抗”仍然可看作其政治

认同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。

3.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

意识形态可以使一个政权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民

众的政治认同感,但一个制度或一项政策如果违背

了“人要吃饭”这条基本的原理,那么即使是再强的

意识形态也是很难维持这种认同感的。林毅夫认为

集体化造成了中国1959年开始的3年农业危机,其
造成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,“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

最惨重的灾难”[23],人民公社“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

经济绩效、政治绩效和社会绩效,反而造成中国农村

贫困问题日益加重”[24],因此,农民中发生了毛泽东

所说的“生产力暴动”行为,这些行为与农民“反行

为”的区别在于,后者具有更多的破坏性,而前者则

是“创造性自主行为”。徐勇认为,正是农民的这种

创造性自主行为,推动着农村的制度变迁[25],其中,
非常重要的一条,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。农民

的创造性自主行为在1982年得到了官方的正式回

应,这一年中央的“一号文件”(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

纪要》)“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,结束

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,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。群

众、干部反映良好”[11]135。家庭承包经营的最大优

点在于,它赋予了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,而不需要在

集体的土地上“无偿劳动”。同时,粮食统购统销制

度的废除,农民得以在“交够国家的,留够集体的,剩
下都是自己的”口号鼓舞下,积极进行农业生产,“在
改革的推动下,农业生产迅速发展,使主要农产品从

长期严重短缺达到基本自给,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

的温饱问题”[26]。吃饭这一中国人民的“天大问题”
的基本解决,使农民受伤的政治认同得到恢复和“新

生”。之所以说“新生”,一方面,是由于改革开放前

农民的政治认同主要维系于一些理想化的意识形态

和毛泽东个人领袖魅力。随着毛泽东本人的逝世,
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,人们政治认同感已经发

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,“即开始从情感层次的政

治认同向认知层次的政治认同转变;从本能的政治

认同向理性的政治认同转变;从基于价值、观念绝对

同一的政治认同向基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的政治

认同转变”,同时,“政治认同的内容也从人格化权威

向制度化权威过渡”[27]。另一方面,则是在经过“土
改———保障农民土地权利”,到“人民公社———损害

农民土地权利”这一转变之后,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因

其重新保障农民土地权利,尤其是在土地上的生产

经营自主权,而使农民的政治认同获得“新生”。

4.市场经济制度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

彭正德列举了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几

种行为表现,如不合作与疏离、维权抗争、越轨以及

自暴自弃。不合作指农民不把政府的政策、指令当

回事;不配合乡村干部的工作。疏离则指不积极参

加政治活动,对政治系统采取一种冷漠和回避的态

度,这些行为主要是一些消极抵抗行为。“与消极抵

抗行为相比,维权抗争是一种积极的抵抗,反映出的

政治认同度更低”[28]。社会转型时期,尤其是20世

纪90年代以来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

展,及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,使得地方政府保护农

民土地权利的意愿大为降低,甚至损害农民土地权

利以谋一己之利,从而成为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一

个重要原因②。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

加快,农村土地价格飙升,地方政府为自利性所驱

使,有巨大的冲动征收农民手里的土地以出售赢利。
但“在土地产权关系的国家和‘集体’所有制下,上级

单位常常在任何需要的时候,向基层单位征用开发

土地并给出适当补偿,这种征用并不具有产权交换

的性质,它原则上只讨论补偿多少而不存在对方是

否同意征用的问题”[29]。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使

用权界限不清,为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为大开绿灯,
一些地方政府经常以集体的名义任意剥夺农民的土

地使用权,随意分享土地收益。二是改革开放以来,
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地方政府官员始

终处于紧张的“晋升锦标赛”中和压力型体制下,发
展主义理念和唯GDP是从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理性

选择。招商引资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一环,政府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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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强力帮助企业征用建设用地或商业用地,从而

实现了政府与企业合谋,权力与资本串通一气。三

是在大多数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,土地征用法都

对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力设置范围和条件。而我国这

类限制措施则比较缺乏,这就“为政府主导土地一级

市场提供了便利,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随意征

地行为”[30]。正是政府及企业损害农民合法的土地

使用权,强制征地,而补偿又不合理,甚至不到位,导
致农民采取了一系列的抗争行动,有的甚至以死相

拼。例如,2003年至2005年间,广东“全省因征地

问题到省集体上访的批次,约占当年集体上访总量

的1/4”[31]。而2013年3—4月份,仅8天之内,便
有河南中牟、湖北巴东,以及四川西昌等相继发生3
起农民被碾死的恶性征地事件。市场经济制度的嵌

入,带来农村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上升,激起一些地方

政府损害农民土地权利的强烈冲动,引起农民的抗

争行动时有发生,正表明了农民对一些地方政府官

员的不信任和一些具体政策的不认同。尽管一些学

者提出,农民的抗争行动反对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及

其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,而不反对中央政府或

政治 制 度 本 身,反 而 有 可 能 加 强 中 央 政 府 的 权

威[32]。但是,当农民将维权希望始终寄托于上级政

府甚至中央政府时,一旦诉求得不到满足,将危及农

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感。胡荣研究了农民上访

与政治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,发现农民“到北京上访

次数越多,逗留时间越长,走访部门越多,对中央的

信任度越低”[33]。作为政治认同的另一面,政治信

任的降低,意味着政治认同感不可避免地弱化。

  二、农民政治认同变迁之内在逻辑

  新中国成立以来,农民的政治认同因土地权利

的变化而变化。但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那样,与西

方人那种“天赋权利”观念不同,中国人的“权利”观
念更多地讲究实用主义[34-35]。农民土地权利的变

动,其背后的实质是农民根本利益的变动,从而引起

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,只是在不同的时代,农民的根

本利益概念有所不同。

1.农民的政治认同感随农民的生存权利是否得

到保障而变化

对于历史上长期“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,只要涌

来一阵细浪,就会陷入灭顶之灾”的中国农民来

说[36],吃饭,或者说生存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,也
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。一般来说,一个政权只要

没有把农民逼上绝路,但凡还有口饭吃,农民基本上

能够保持“顺民”的状态。而一旦农民“想当奴隶而

不得”的时候,他们也会“揭竿而起”,毫不犹豫地成

为反叛者。就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来说,那种认为农

民会为土地而战的观点只是“学者们的臆想”,实际

上,“我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,只
要能作为佃农乃至农奴而生活下去,是不会铤而走

险的”[37]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中国共产党先是带领

农民进行土改,满足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。随后又

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集体化,将农民的土地

收归国有,在这一如此短时间内发生的“给—取”变
化之间,农民并没有因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而有明显

的反抗行为,这其中当然有多种促成因素,但农民没

有为“土地权利”而奋斗的思想准备是一个重要原

因。对刚从战争和饥饿中走来的农民来说,只要还

有口饭吃,不至于饿死,他们对新政权便已是感激不

尽,认同感亦是油然而生。而一旦农民因制度设计

缺陷而陷入饥饿与恐惧之中时,他们则采取了一系

列的“反行为”或“创造性自主行为”蚕食政策,甚至

“修改”制度。正如方江山所说的那样,抽象的理念

与激情如果不能满足农民的吃饭问题,高度集中的

经济计划造成的失衡威胁到农民的生存时,“他们就

要追求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,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

创造一种能满足他们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,就要追

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存权利”[38]。因此,无论是新

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,赋予农民

土地所有权,还是改革开放之初施行家庭承包经营

制度,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,都是因为解放了农村生

产力,促进了农业生产,改善了农民生活,从而使党

和政府赢得了农民的政治认同。可以说,在改革开

放之前,主要是生存伦理支配着农民的政治心理和

政治行为。表面上看,农民的政治认同感随土地权

利的变化而变化,但从根本上来讲,却是随着农民的

生存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而变化。

2.土地权利牵动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,也左右

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

社会转型时期,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有多种原

因。但是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人们的政治态度

更加理性化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就农民到底是只关注

生存伦理的“道义小农”还是也讲究利益最大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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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理性小农”来说,人们一直争论不休。这其中最著

名者莫过于“斯科特———波普金”之争,但实际上,
“斯科特与波普金提供的经验个案是不具有决定性

的”,“如果要解释小农的行为,确认选择环境然后推

衍出个人最佳行动这种做法是不充分的。当时的选

择环境与界定行动的价值观和规范都必须被加以确

认;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个人将会选择什么”[39]。
也就是说,用一时一地的经验无法解释所有时间、所
有地点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。要用动态的、
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农民,研究农民的态度和行为。
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来说,“生存”确实曾

经是他们的迫切要求,他们也曾在“生存道义”的指

导下思考和行动。但是,当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的情

况下,农民开始关注利益最大化,以及能否得到公平

公正的对待问题。对于农民的政治认同来说,亦是

如此。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一段时间,农民土地权

利的变化影响着农民的生存,从而左右着农民的政

治认同。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农民生存困境的缓解,
他们逐渐从追求个体生存到更加注重个人的利益最

大化;在市场经济中磨砺了自己的农民,开始不仅因

生存或意识形态而贡献自己的政治认同,而是更加

“理性”地赋予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和认可。从农民土

地权利的角度来看,20世纪90年代以来,农民政治

认同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,一
些地方政府不仅未能保障农民的各项土地权利,反
而存在着严重的“与民争利”行为。当政府或现有制

度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诉求时,他们自然会

表示不满。实际上,在征地过程中,政府不能再独享

土地商业化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利润,而自以为保障

了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利就能满足农民的诉求了。对

农民来说,落实土地权利,实现利益最大化也是他们

的直接追求。也就是说,政府在征地过程中,不能随

意打发农民了。农民的土地权利事关农民的生存,
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的政治认同;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条件下,土地权利牵动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,
也左右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。

3.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,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

将从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向民主权利为基础转换

马克思主义认为,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人

们在不同时代的政治认同感,亦有其特定的社会经

济基础作为支撑。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不会凭空而

来,它随着农民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

变化。改革开放以来,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的推进,农民的利益意识、权利意识进一步觉

醒,在生存已经不成为问题的情况下,农民的利益最

大化诉求越来越强烈。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也从以

往只求吃饱饭就“感恩戴德”,甚至是对某个人、某个

党盲目崇拜,向着更加理性化、功利化方向发展。或

者说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正在从以往那种领袖

崇拜型政治认同向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转变。一些

党员干部不能正确理解和看待这种变化,抱怨农民

“人心不古”。实际上,政治认同的功利化、理性化恰

恰是人的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。现代化

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化政治或交易性政治,国家

及其代表者政府为民众提供服务,民众则回报以政

治认同和政治忠诚。在民众对政府的态度越来越理

性化,以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契约化的时代,
民众是很难将自己的政治认同奉献给一个不能保障

自己利益和权利的政治系统。沈友军将政治分为掠

夺性政治和交易性政治,并对交易性政治大加赞赏,
他认为这种分类“体现了两类政治的文明程度的高

低:交易性政治的文明程度比掠夺性政治的高。这

一分类的价值色彩十分鲜明,不容含糊。它所隐含

的一个指令是:人们必须使掠夺性政治尽快地转变

为交易性政治”[40]。从农民土地权利角度来说,政
府应当切实保障农民的各项土地权利,使农民不仅

享有正当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,而且应保障

农民享有在土地合法流转过程中应得的收益权,从
而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。当然,随着我国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的推进,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亦将更进一

步从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向民主权利为基础转换。
“这种政治认同是在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发展和保

障的基础上形成的,由于农民能够通过制度性的渠

道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,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

益,从而能够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”[41]。这些恰恰

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,也是社会进

步的表现。

  三、保障农民土地权利以提升农民

政治认同

  权利的背后本质是利益。保障农民的土地权

利,实际上就是要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。目前来说,
需要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、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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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判地位、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,促进保障农

民土地权利,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。
首先,规范政府征地行为,保障农民土地权利。

当前,农民土地权利屡遭地方政府侵犯,其中一个重

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得不到有效节制。
前文所述,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征地甚至强制征

地,一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自利性,二是为压力型体制

所迫。这就要求,一要制定和实施最为严格的法律

法规,从立法的层面上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。
也就是说,要实现对农民土地赋权的稳定性与公平

性[42]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,不走正常

审批程序,而是“先上车,后买票”,即先强行将农民

的土地强征,造成既成事实,然后再补办征地手续,
应当从法律层面上杜绝这种现象。二要进一步明确

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生产经营权之间的界限,尤其是

要恰当调整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地位,使其不

至于在政府的征地特权面前毫无应对之力,只有这

样,才能有效制约地方政府的无序征地行为,从而保

障农民正当的土地权利。三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

系并保持长久不变,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

护制度前提下,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
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、担保权能,不允许地方政府

以及一些村集体随意变更土地承包年限。只有这

样,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,进而提升农民的

政治认同感。
其次,增强农民谈判地位,保障农民土地权利。

民众在政府面前的柔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

的分散性。在马克思看来,分散性正是农民的一个

重要特征。他在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中写

道“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……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

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”[43],马克思

这里的广大群众,说的正是法国的农民。新中国成

立以来,中国农民几经分散与组合,但最终还是以分

散为结局。当分散的农民个体面对强大的地方政府

时,他们是没有什么谈判地位的。因此,应当帮助农

民建立形式多样的组织,加强农民在与地方政府谈

判时的地位和能力,从而约束地方政府随意征地,任
意分配收益的行为,如此方可提升农民的政治认

同感。
最后,规范土地市场秩序,保障农民土地权利。

初入市场的农民总是弱者,尤其是我国“城乡二元”
结构长期未得到有效改变,农村与城镇的土地同地

不同价的现象大量存在,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土地

权利。目前,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改革的重点是要破

除土地市场的二元结构,建立城乡统一、有形的用地

流转 市 场,其“核 心 问 题 是 实 现‘同 地,同 价,同
权’”[44]。总体来说,可以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

为起点,建立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依法交易制度,
允许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;同时,要
坚持农业用地的主要用途和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,
在此前提下,按照依法、自愿和有偿原则,允许农地

承包经营权在土地二级市场上流转;另外,要完善农

村宅基地划拨、转让制度,促进农村宅基地的集约化

利用。最终的目标,是要建立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

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,合理提高个人收益。这

样,才能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利,从而提升农民的

政治认同感。

  四、结 论

 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土地在大

多数时间里都是农民的“命根子”,“耕者有其田”始
终是革命者、政治家们吸引农民追随与认同的一个

重要口号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几

经反复,从而也影响着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

的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的动态变化。表面上看,农
民的政治认同感与农民的土地权利密切相关,但是,
更深层次的关联则在于,改革开放之前,土地只是作

为生产资料,只在粮食或其他农作物生产的意义上

它才有价值,因此,农民的土地权利很大程度上只是

影响着农民的个体生存诉求,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

治认同感;而改革开放之后,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条件下,土地的商业价值开始显现,土地权利则影

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,也是在此基础上,才影

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。这便恰当地解释了为何今

天并不饥饿的年代,一向“顺从”的中国农民会为土

地而“挑战”政府及其官员。

(致谢: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郝宇青教授的指

导及浙江衢州市委党校姜裕富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

博士生唐兴军的建议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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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释:
① 就建国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说,它的变动性不仅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前,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从法律上确定农民享有

家庭承包经营权之后,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表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。主要原因在于:法律一方面赋予了农民土地承

包经营权,另一方面同时赋予了政府最后的征地“特权”,这从文本上来讲,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否定,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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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中,当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与政府的征地“特权”相碰撞时,也是不堪一击。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农民的土地权

利变迁。

② 此处将土地权利未得很好保障,作为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,并非唯一原因。这里只是特别注重挖掘土地

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与农民政治认同变化之间的关系。实际上,20世纪90年代,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,税费过重是农

民政治认同下降的主要原因。

OntheTransitionPathandItsLogicof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
SinceFoundingofthePeople’sRepublicofChina
———TakePeasants’LandRightsastheResearchCenter

WANGKe-yuan
(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,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,Shanghai,200241)

Abstract Studying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sincethefoundingofPeople’sRepublicofChi-
nafromtheperspectiveoflandrights,wewillfind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hasexperiencedfour
periods,namelythelandreformandoccurringof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,collectivizationand
weakeningof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,householdcontractmanagementandregenerationofpeas-
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,andelementsofmarketeconomyembeddedandweakeningofpeasants’po-
liticalidentification.Theresearchwillshowthat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cationhasitsownlogic,which
liesinthatbeforethereformingpolicy,thechangingoflandrightsinfluencedpeasants’politicalidentifi-
cationthroughtheirsurvivaldemands,whileafterthereformingpolicy,throughthatthechangingof
landrightscaninfluencepeasants’pursuitofprofitmaximizationandtheirpoliticalidentification.We
shouldprotectpeasants’landrightstoimprovetheirpoliticalidentificationbyfirstregulatinglocalgov-
ernments’landacquisitionact,strengtheningpeasants’organizationaldegreeandbargainingposition,

andregulatingthelandmarketorder.
Keywords peasant;politicalidentification;changingtrack;logic;landrigh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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